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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实施评估和重点区域调控是国土空间规划进入实施管理阶段后的重要需求。现有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多侧重单一路径下的格局预测，难以在统一条件下辨析历史惯性与规划目

标导向的差异。为此，提出一种融合历史变化基线与规划目标导向的双路径土地利用变化模

拟方法。基于 2019—2024 年土地利用、空间驱动与约束及 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数据，采

用马尔可夫链模型与矢量元胞自动机模型构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以现状与规划目标的差额

为数量约束，构建规划目标牵引路径；进而对双路径结果进行数量结构、空间配置和规划偏

离对比与叠置诊断。以常州市武进区中心城区为研究区，结果表明：模型回测中，数量预测

的 L1 精度为 0.98，空间模拟的总体精度、Kappa 系数和优值因子分别为 0.92、0.90 和 0.26；

双路径差异主要集中于农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并在外围

发展区、既有开发区及工业连续带边缘集聚；双路径协调区、历史惯性偏离区、规划实施难

点区和规划调整不稳定区分别占研究区的 48.21%、18.90%、27.12%和 5.77%。 

关键词：规划实施评估；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双路径模拟；规划偏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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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土空间规划进入实施管理阶段后，实施评估的对象已由规划成果与现状的静态一致性，

拓展至规划要求落实、空间状态变化、风险预警与反馈调控的持续监测（曹春华等，2022；

黄伊婧等，2024）。早期研究已揭示规划实施成效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Long 等，2012）；

近年来，国内研究进一步从监测、评估与预警技术框架、城市级长期动态监测以及国土空间

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hina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CSPON）应用场景等方面推

进实施监督方法建设（曹春华等，2022；黄伊婧等，2024；罗文静等，2025），智慧国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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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强调以动态感知、精准认知和全域管控支撑国土空间治理（陈军等，2024）。与此同时，

相关案例分别从开发限制边界的政策效果，以及实际人类活动与规划目标的一致性等角度评

价规划实施状况（Tan 等，2022；Ding 等，2023）。这些研究提升了实施评估的动态性和空

间精细度，但主要依据已经发生的空间变化或活动状态识别规划成效，较难前瞻判断历史惯

性持续作用时可能形成的规划偏离及其空间压力。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为前瞻研判规划实施状态提供了技术基础。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效应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CLUE）模型将区域用地需求与局地空间适宜性相结

合，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通过邻域作用和转换规则模拟空间演化，并可与

马尔可夫（Markov）模型耦合，实现用地数量预测与空间配置（Veldkamp 和 Fresco，1996；

Clarke 等，1997；Jokar Arsanjani 等，2013）。此后，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FLUS）模型和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

PLUS）模型分别通过自适应竞争、规则挖掘和斑块生成机制，增强了多类型用地竞争和多

情景模拟能力（Liu 等，2017；Liang 等，2021）。在应用层面，已有研究通过自然扩张与

资源环境保护情景对照，考察资源承载和生态约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罗紫元和曾坚，2022）；

从资源效率和决策偏好出发，模拟不同国土空间布局方案及其政策效果（金贵等，2022）；

并将空间适宜性、生态安全格局和规划政策约束纳入未来土地利用模拟（Zhang 和 Li，2022；

Nie 等，2023；杨文杰等，2023）。这些研究推动了土地利用模拟由历史趋势外推转向面向

规划决策的多情景推演。 

然而，FLUS、PLUS 等规则栅格模型以像元作为基本单元，与规划地块、管控边界和

用途转换规则之间仍存在尺度衔接问题。矢量元胞自动机（vector-based cellular automata，

VCA）以不规则矢量实体或地块作为元胞，能够保留地块几何边界，并表达地块属性、邻

域作用与用地转换，因而更适合开展与规划管理单元相衔接的精细模拟（Moreno 等，2008；

Yao 等，2017）。深度森林、图注意力网络和时间序列信息的引入，进一步增强了 VCA 对

复杂转换关系、高阶空间交互和长期演化特征的表达能力（Zhuang 等，2022；Guan 等，2023；

Yao 等，2024）。综合规划实施评估与土地利用模拟两类研究可以看出，即使模型纳入规划

目标或管控约束，规划通常仍被作为单一模拟情景或外部条件，模拟结果较少进一步转化为

相对于规划目标的偏离类型、偏离来源及潜在纠偏条件。因此，历史变化惯性与规划目标牵

引尚缺少在统一基期、转换规则和空间约束条件下的可比表达，未来格局预测与规划实施诊

断之间仍存在方法衔接不足。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常州市武进区中心城区为例，在统一基期、地类体系、转换规则



和刚性管控约束下，构建历史趋势驱动与规划目标牵引的双路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框架，从

数量结构、空间配置和规划偏离三个层面开展比较。该框架以历史趋势表征自然变化基线，

以规划目标牵引表征规划导向情景，并以规划目标为参照，将模拟结果转化为双路径协调区、

历史惯性偏离区、规划实施难点区和规划调整不稳定区等诊断信息。同时以矢量地块为基本

单元，衔接规划管理单元与用地管控规则，为区县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和差异化治理

提供方法支持。 

2 研究方法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以双路径模拟框架为主线，耦合矢量元胞自动机模型与马

尔可夫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方法。 

2.1 双路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框架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作用不应局限于单一路径下的未来格局预测，而应进一步揭示历史

惯性延续与规划目标管控之间的差异及其实施含义。基于此，本文在统一起点、规则和约束

条件下，分别构建顺应历史趋势的自然变化情境与受规划目标及空间管控共同作用的目标导

向情境，通过比较两类情境下土地利用格局差异，识别规划实施中的潜在偏离、调控压力和

重点区域，进而形成由历史趋势驱动路径、规划目标牵引路径组成的双路径土地利用变化模

拟框架（图 1）。 

 

图 1 总体思路 

Fig.1 Overall framework 

该框架以土地利用现状为统一起点，在一致规则和约束条件下构建两条功能互补的模拟

路径。研究实例中，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以 2019—2024 年连续年度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统



计不同时段地类转移关系，并采用 Markov 模型预测 2035 年各类土地利用总量。参照 Yao

等（2017）的地块级 VCA 框架，以 2024 年土地利用现状地块为元胞，借鉴 Moreno 等（2008）

关于矢量实体邻域关系的表达思路，将本文提取的历史转移特征、驱动变量和限制发展区分

别作为转换概率及转换规则的输入。历史趋势驱动模拟并不用于直接判定未来真实结果，而

是用来分析若延续历史惯性，土地利用系统可能朝什么方向变化。 

规划目标牵引路径是本文在 VCA 框架上构建的规划情景，已有研究表明，空间适宜性、

规划目标、生态安全格局和空间管控要求可以转译为数量需求、空间约束或转换规则，进而

嵌入土地利用模拟（Zhang 和 Li，2022；Nie 等，2023；杨文杰等，2023）。据此，本文以

2024 年现状为起点，将 2035 年规划目标差额作为数量约束，并将刚性管控边界和地类转换

规则纳入 VCA 空间分配。规划成果对模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 2035 年

规划地类面积结构形成数量目标，约束各类用地增减规模；二是通过规划地类的空间分布形

成地块级目标指向，引导不同区域向相应规划功能转换；三是通过限制发展区和转换规则控

制不符合规划管控要求或用地演化逻辑的地类转换。规划目标不是直接赋值结果，而是作为

数量结构、空间约束和转化倾向的约束条件参与模拟，最终地块能否达到规划目标，还受到

现状地类、转换规则、空间约束、邻域关系和迭代过程共同影响。 

双路径框架的设计借鉴了土地利用模型中将自上而下的数量需求与自下而上的局地转

换相结合的思想（Verburg 和 Overmars，2009），并与规划实施监测中的状态感知、规划反

馈和动态调整逻辑相衔接（黄伊婧等，2024；罗文静等，2025）。相较于单一路径模拟仅

能反映一种发展情景，双路径对照能够将自然变化压力与规划调控方向同时呈现，并将两者

差异转化为具有评估意义的信息。 

2.2 矢量元胞自动机（VCA）模型 

VCA 是一类以不规则矢量地理实体为元胞的地理元胞自动机模型，可在保留地块几何

边界的同时表征邻域作用和土地利用转换，适用于地籍地块尺度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Moreno 等，2008；Yao 等，2017；Zhuang 等，2022）。VCA 模型的核心算法是计算地块

的转换概率，将地块 i 在时刻 t 转化为地类 k 的最终转换概率 , ,

T

i k tP 表示为： 

 , , , , , ,

T O

i k t i k t i k t iP P R RA                        （1） 

其中， , ,

O

i k tP 为总体发展概率， , ,i k t 为邻域效应， iR 为限制因子， RA 为随机因子。 

总体发展概率可以利用多源空间变量计算得到，其计算公式为： 



, Pr( | )O

i k i iP Y k X                        （2） 

其中，Pr( )表示条件概率函数， iY 为地块 i 的未来土地利用状态， iX 为空间变量向量，

k 为目标年份地类。 

VCA 模型不仅考虑地块自身发展潜力，还考虑邻近地块对当前地块的影响。若地块 j 位

于以地块 i 为中心的缓冲区内，则地块 j 对地块 i 的邻域效应可写为： 

 
/

,

max min

/

/

ijd d j it

i j

S S
e

S S


                       （3） 

其中， ijd 为地块 i 与地块 j 的质心距离， d 为距离衰减参数， iS 和 jS 分别为地块 i 和

j  的面积，㎡； maxS 与 minS 分别为研究区内最大和最小地块面积，㎡。 

限制因子用于表达某地块是否允许发生变化。若地块 i 位于限制开发区域，则限制因子

取 0，否则取 1，可写为： 

 0,

1,

i

i i
R 


 限制开发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
                       （4） 

随机因子用于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不确定性，其公式表达如下： 

  1 lnRA y


                          （5） 

其中， y 为 (0,1)区间内随机数， 为控制随机扰动强度的参数。 

2.3 马尔可夫（Markov）模型 

Markov 模型根据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状态估计转移概率矩阵，并据此预测目标年各地类

数量。与元胞自动机或斑块生成模型耦合后，可分别处理土地利用数量需求预测和空间配置

（Jokar Arsanjani 等，2013；杨文杰等，2023）。 

在本研究中，Markov 模型的核心任务是：在历史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和规则体系约束的

共同作用下，预测目标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结构。设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共有 n 类，

则某一时刻的土地利用状态可表示为状态向量： 

 1 2[ ( ), ( ),..., ( )]ns t s t s tS(t)                   （6） 

其中， ( )is t 表示在 t 时刻第 i 类土地利用的面积（㎡）。在马尔可夫过程中，未来时刻的土

地利用状态可表示为： 

  S(t +1) S(t) P                     （7） 



其中， P 为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其元素 ijP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i 在一个时期内转变

为类型 j 的概率，满足： 

 
1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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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8） 

该矩阵是 Markov 模型的核心，描述了土地利用系统的数量变化规则。本研究中，将

Markov 模型与 VCA 模型进行耦合，形成数量预测与空间分配一体化模拟框架。克服了单独

使用 Markov 模型无法表达空间格局、单独使用 VCA 模型又缺乏明确数量目标的问题，使

历史规律、制度规则和空间分配过程在同一框架内得到统一表达。 

3 实验及结果 

3.1 研究区域概况 

常州市武进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南部，是长三角地区城镇化与产业重构较为活跃的典型

区县。其中心城区兼具建设扩张、产业调整、农用地保护与生态约束并存的空间特征，既存

在建设活动活跃、扩张压力较高的区域，也包含耕地集中分布、开发受限程度较高的农业主

导区域以及受刚性管控约束的生态敏感区域，能够较好反映区县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

中“历史惯性-规划导向”并存的典型情景。 

从图 2 可以看出，研究区整体呈现城镇建设空间集中分布、农业空间广泛镶嵌、生态约

束斑块局部嵌入的复合格局。建设活动活跃区域与农用地集中分布区域并非完全分离，部分

城镇边缘地带同时面临扩张需求与农用地保护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及永久基本农田等刚性约

束进一步压缩了建设空间调整弹性。这种“发展压力-保护要求-约束边界”并存的空间结构，

构成了本文开展双路径模拟与实施评估的现实基础。 

 

图 2 研究区域概况 



Fig.2 Location and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3.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实验使用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所提供的武进区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数据、国

土空间规划数据、空间驱动因素数据及空间约束数据等。具体数据构成为：①土地利用数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时间 2019—2024 年，用于识别地类转

换关系、测算 Markov 转移矩阵及转移概率，为构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提供数量预测依据；

②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常州市武进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批复成果，

数据时间 2035 年，用于获取规划期末各类用地的数量和空间目标，据此确定规划目标牵引

路径的用地需求，并作为双路径规划偏离诊断的共同参照；③空间驱动因素数据，数据时间

2019—2024 年，用于表征自然地理、交通区位、公共服务和产业集聚等条件对地块用途转

换的影响；④空间约束数据，数据时间 2024 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刚性

管控区域，用于限制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土地利用转换。 

3.2.1 土地利用重分类 

综合考虑分析目标与模型复杂度，本研究将土地利用数据重分类为农用地、城镇住宅用

地、农村宅基地等 8 类（表 1、图 3）。统一了 2019—2024 年历史数据与 2035 年规划数据

的分类口径，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的变化规律提取与规划目标牵引路径的目标映射提供了统

一的地类基础。 

表 1 土地利用数据重分类规则 

Tab.1 Reclassification for land use data 

重分类类型 
三调土地利用地类（2019—2024 年历

史数据） 

国空用地用海类型（2035 年规划

数据） 

农用地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科研用地、文化用地、

教育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科研用地、文化

用地、教育用地、体育用地、医

疗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业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 



 

图 3 不同年份土地利用重分类结果 

Fig.3 Results of land use reclassification 

在土地利用重分类过程中，道路和水系多呈细长连续面状分布，若直接作为模拟地块参

与地块分裂与迭代转换，容易显著抬高地块平均面积并改变邻域结构，从而影响地块尺度模

拟结果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将道路交通用地和陆地水域从可转换模拟地类中剔除，将其

作为研究区空间骨架、邻域分割和生态本底的重要背景要素，在空间图件表达、驱动因子构

建及约束条件分析中予以保留。 

3.2.2 空间驱动与约束数据处理 

结合研究区发展特征，本研究选取自然地理、交通区位、生活服务等 6 类共计 17 项空

间驱动因子，并通过矢量转栅格和归一化处理形成模型输入（图 4）。同时，依据国土空间

规划刚性管控要求，将生态保护红线和 10 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叠加构建限制发展区，作为

双路径共同约束条件。 



 

图 4 空间驱动数据处理结果 

Fig.4 Processing results of spatial driving data 

3.2.3 建模参数与转换规则设置 

研究以重分类后的矢量地块作为基本模拟单元，为提高多期数据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

首先对土地利用图斑进行地块分裂处理，并基于两期地块叠置关系构建历史转移样本。在空

间驱动因子处理方面，采用分区统计方法将各类驱动因子赋值至地块单元，作为后续转换概

率估计和空间分配模拟的输入变量。在 VCA 模拟过程中，邻域效应基于地块间距离矩阵和

设定缓冲半径计算，目标数量约束根据不同路径分别嵌入：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以 Markov 预

测的 2035 年各类用地总量作为数量约束，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则以 2035 年规划目标对应的

地类结构作为目标牵引约束。在每轮迭代中，模型依据转换概率、邻域效应、空间约束、随

机扰动和剩余配额共同判断地块是否发生转化。当达到设定迭代次数后停止模拟，并输出最

终地类结果。主要建模参数设置与实现方法见表 2。 

表 2 主要建模参数设置与实现方法 

Tab.2 Main modeling parameter setting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参数名称 取值或实现方法 作用说明 

地块分裂 
最小面积外接矩形长边二分，最大迭代次数为

3，分裂阈值为地块面积均值 

降低过大图斑对 VCA 模拟的影

响，提高多期地块尺度一致性 

两期地块匹配 

k-d 树（k-dimensional tree）候选匹配与叠置覆盖

率判断，候选数 k=20；最小覆盖率阈值 0.10，

兜底质心距离 50 m 

构建 2019—2024 年历史地块转

移样本 



邻域缓冲半径 600 m 
用于计算地块周边同类用地集聚

效应 

距离衰减函数 采用 exp(-地块质心距离/邻域缓冲半径) 
距离越近的邻域地块对当前地块

影响越强 

随机扰动参数 初始值为 5，并按迭代轮次衰减，最低值为 0.5 
增强模型搜索能力，避免过早收

敛 

迭代次数 10 次（面积配额消耗趋于稳定） 作为 VCA 模拟停止条件 

本研究通过转换规则矩阵显式控制不同地类之间的可转换关系，将制度规则嵌入

Markov 模型数量预测与 VCA 模型空间分配过程。在规则选择上，综合考虑三类依据：一是

2019—2024 年土地利用实际转移关系，识别研究区历史时期已经发生或具有较高现实可能

性的地类转换。二是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中的刚性管控要求，如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以及农村宅基地、已建成建设用地等地类的转化限制。三是区县尺度规划实施管理经验，判

断建设用地内部功能转换、产业空间调整和公共服务设施补足等情形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

本文设置兼顾历史变化规律与规划管控要求的平衡型转换规则（表 3），既避免过于宽松导

致非现实性转换扩散，也避免过于严格削弱双路径之间的空间响应差异。 

表 3 平衡型土地利用转换规则 

Tab.3 Balanced land use conversion rules 

 

农

用

地 

城镇住

宅用地 

农村宅

基地 

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商业服务

业用地 

工业仓

储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绿地与广

场用地 

农用地  0 1 0 0 1 1 1 

城镇住宅用地 1  1 1 1 1 1 1 

农村宅基地 0 0  0 0 0 0 0 

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1 0 1  1 1 1 0 

商业服务业用地 1 1 0 0  1 1 1 

工业仓储用地 1 0 0 0 0   1 1 

其他建设用地 1 0 0 0 0 1  1 

绿地与广场用地 1 0 0 0 0 1 0  

由列向行的转换规则，其中 1 表示可以转换，0 表示不可以转换；允许转换主要对应历史时期已发生

或规划实施中具有合理调整需求的地类关系，禁止转换主要对应与刚性管控、用地变化逻辑或规划管理要

求明显不符的转换关系 

3.3 模型精度回测验证 

为验证模型可靠性，以 2024 年真实土地利用数据作为验证参照，采用 2019—2023 年

数据作为模型输入，Markov 模型采用 L1 精度（L1 accuracy）、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VCA 模型采用总体精度（overall 

accuracy，OA）、Kappa 系数（Kappa coefficient）、优值因子（figure of merit，FoM）作为

评估指标开展模型回测验证。OA 和 Kappa 反映总体一致性，但在未变化区域占比较高时可



能高估模型对实际变化的识别能力。FoM 基于观测变化与模拟变化的交并关系，可补充评

价模型对变化区域的识别表现（Pontius 等，2008；van Vliet 等，2011）。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模型精度回测验证结果 

Tab.4 Back-testing validation results of model accuracy 

模型类型 指标 数值 指标含义 

Markov 模型 

L1 精度 0.98 数量结构预测与真实 2024 的接近程度 

MAE 23.53（hm2） 各类用地面积平均绝对误差 

RMSE 31.86（hm2） 各类用地面积误差的均方根 

VCA 模型 

OA 0.92 模拟 2024 与真实 2024 的总体一致性 

Kappa 0.90 扣除随机一致性后的空间拟合水平 

FoM 0.26 对真实变化区域的识别能力 

表 4 数据显示，Markov 模型数量预测误差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刻画

研究区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的变化趋势。VCA 模型 OA 和 Kappa 指标均超过 0.9，表明模型对

总体空间格局具有较高拟合能力，FoM 指标 0.26 表明模型对变化区域具备良好的识别能力。 

3.4 双路径模拟预测结果 

3.4.1 历史趋势驱动预测结果 

根据上述技术路线，基于 2019—2024 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 Markov 模型预测 2035 年

各类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表 5）。随后，将预测得到的数量目标作为约束条件输入 VCA

模型完成地块级空间分配，从而生成历史趋势驱动预测的 2035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图 5）。 

表 5 Markov 模型预测 2035 年各类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 

Tab.5 Predicted quantity structure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2035 by the Markov model 

用地类型 
2024 年面积

（hm
2
） 

2035 年预测面积

（hm
2
） 

2024-2035 变化（hm
2
） 
2024-2035 变化

（%） 

农用地 2427.24 1759.69 -667.55 -27.5 

城镇住宅用地 2422.76 2937.63 514.87 21.2 

农村宅基地 368.97 256.24 -112.73 -30.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144.74 1540.96 396.22 34.6 

商业服务业用地 556.19 491.31 -64.88 -11.7 

工业仓储用地 3227.67 3147.55 -80.13 -2.5 

其他建设用地 86.21 134.32 48.11 55.8 

绿地与广场用地 453.30 419.37 -33.93 -7.5 



 

图 5 历史趋势驱动预测结果 

Fig.5 Prediction results driven by historical trends 

图 5 可以看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下的 2035 年土地利用演化呈现出较典型的开放汇聚

型结构模式。在数量层面，城镇住宅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持续增长，农

用地、农村宅基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等不同程度收缩，形成较清晰的“供给-吸收”格局。

在空间层面，这一数量结构主要通过农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农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

主导通道得到实现，系统结构演化具有明显的集中转移特征。 

3.4.2 规划目标牵引预测结果 

规划目标牵引路径不再依赖 Markov 模型对未来数量进行预测，而是直接以 2024 年现

状与 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差异作为数量约束条件，由 VCA 模型逐轮推进土地利用

变化，使系统不断逼近目标状态（图 6）。 

 
图 6 规划目标牵引预测结果 

Fig.6 Prediction results driven by planning objectives 

从类别转移矩阵可以看出，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围绕城镇住宅用地形成明显的单核心汇聚

结构。农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承担主要供给角色，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承担

次级吸收功能，少量类别则通过次级通道参与局部平衡。 



4 对比分析 

4.1 双路径下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差异 

在统一规则和一致约束条件下，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与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在 2035 年土地

利用数量结构上呈现出明显差异，表明历史趋势驱动与规划目标牵引对未来用地规模安排具

有不同作用机制，如图 7、表 6 所示。结合图 7 可以看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整体上更接近

2024 年现状结构，数量调整主要沿既有变化方向延续，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则明显向 2035 年

规划目标收敛，表现出更强的目标导向性和结构重组特征。 

 

图 7 双路径下主要地类数量结构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land use quantity structure 

表 6 双路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及相对规划目标偏离 

Tab.6 Dual-path land us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nd deviation from planning targets 

土地类型 

2024 年

现状

（hm2） 

历史趋势驱

动结果 

（hm2） 

规划目标牵

引结果 

（hm2） 

2035 年国土

空间规划 

（hm2） 

历史路径

较规划目

标偏离（%） 
 

规划路径

较规划目

标偏离（%） 
 

农用地 2427.24 1767.22 554.73 533.16 50.84 0.89 

城镇住宅用地 2422.76 2932.12 4737.90 4762.96 -75.57 -1.03 

农村宅基地 368.97 258.00 84.04 10.49 67.08 19.93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144.74 1534.62 1399.89 1380.45 13.47 1.70 

商业服务业用地 556.19 492.49 1182.55 1294.69 -144.23 -20.16 

工业仓储用地 3227.67 3149.21 2114.65 2249.35 27.88 -4.17 

其他建设用地 86.21 131.89 190.11 229.27 -112.95 -45.42 

绿地与广场用地 453.30 421.53 423.22 583.21 -35.67 -35.29 

历史路径较规划目标偏离=（历史趋势驱动结果-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2024 年现状 

表 6 中，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下，农用地由 2024 年的 2427.24 hm2 下降至 1767.22 hm2，

虽呈明显收缩趋势，但仍显著高于 2035 年规划目标，较规划目标偏离达 50.84%。城镇住宅



用地增加至 2932.12 hm2，但较规划目标仍存在 75.57%的负向偏离。这说明在延续历史趋势

条件下，研究区虽会出现农业空间收缩和居住空间扩张，但其变化强度不足以支撑规划目标

所要求的用地结构重构。相比之下，规划目标牵引路径下农用地压缩至 554.73 hm2，城镇住

宅用地增加至 4737.90 hm2，二者较规划目标偏离分别降至 0.89%和-1.03%，表明规划牵引

对农用地压减和城镇住宅空间扩张具有较强的结构校正作用。 

总体来看，双路径数量结构差异呈现出清晰的结构重组特征：历史趋势驱动路径更接近

现状基础上的惯性延续，表现为农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保留较多、住宅和商服增长不足。规

划目标牵引路径则明显指向规划目标约束下的结构重塑，表现为农用地显著压减、城镇住宅

用地快速扩张、工业仓储用地收缩和商业服务业用地补足。 

4.2 双路径下的空间配置差异 

相较于数量结构差异，双路径在空间配置层面的差异更能够直接揭示历史惯性与规划导

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两条路径虽然均以 2024 年现状为统一起点，并在一致规则和约束条

件下运行，但其 2035 年预测结果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逻辑（图 8）。总体而

言，历史趋势驱动路径更接近现状基础上的惯性延续，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则更明显体现出目

标导向下的主动重构特征。 

 

图 8 双路径模拟结果空间差异 

Fig.8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ual-path simulation results 

图 8 可以看出，双路径差异主要体现为三类空间特征：一是外围发展片区的新增建设导

向差异；二是城镇发展廊道及其周边的连片结构调整差异；三是既有建设区内部的功能重组

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集中于农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四类重



点空间之间的再分配与重组。 

为进一步识别这些差异的典型表现，从中选取 A、B、C 三个重点片区进行局部分析。

这三个片区双路径差异较为集中，差异率（差异面积占有效地块面积比值）分别为 49.92%、

49.22%、49.19%，且在空间上形成一定连片性的区域，能够较好反映研究区未来实施中的

代表性结构调整情形。 

片区 A（图 8c、图 8d，西太湖片区，主导差异类型：农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位于研

究区西部，是双路径差异最明显的外围发展区域之一。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下该片区内部仍保

留较大面积的工业仓储用地和农用地，整体格局偏向既有工业-农业混合结构的惯性延续。

规划目标牵引路径下则明显增加了城镇住宅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形成较为连续的居住与

服务功能扩展带，是典型的“外围片区由工业-农业格局向居住-服务复合格局转变”的代表

区。 

片区 B（图 8e、图 8f，武进老城区，主导差异类型：工业仓储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位

于研究区中北部，是典型的连片功能调整区。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下该片区仍延续较强的工业

仓储用地和农用地交错格局，而规划目标牵引路径下城镇住宅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的补足

明显增强，形成连续的功能调整带。该片区说明规划导向下的空间调整并非简单推动新增开

发，而是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组织方式。 

片区 C（图 8g、图 8h，高新区，主导差异类型：工业仓储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位于研

究区中南部，体现了工业连续带边缘的局部优化。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下该片区保留较强的工

业仓储用地连续性，而规划目标牵引路径下出现了住宅和商服斑块嵌入，工业仓储用地边界

被压缩，局部形成由工业空间向综合建设空间转化的趋势。其规划实施重点在于控制工业惯

性蔓延，并通过边缘重组提升片区综合性。 

综合来看，A、B、C 三个片区分别对应了双路径空间差异的三种典型情形：外围发展

区功能重构、既有开发区内部功能重组以及工业连续带边缘优化。上述典型片区既是双路径

空间分异最集中的区域，也是后续识别成因、判断实施难点和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的重点对

象。 

4.3 双路径结果与规划目标的偏离特征 

前述数量结构与空间配置分析表明，双路径差异本身并不等同于规划实施评估。需要进

一步以 2035 年规划目标为参照，对双路径结果进行偏离诊断，才能识别哪些差异主要源于

历史惯性，哪些差异在规划导向下可以得到纠偏，哪些差异即使在规划牵引下仍然难以消除。

基于此，本文以规划目标为参照，对每个空间单元分别判断历史趋势驱动路径与规划目标牵



引路径是否与规划目标一致，并据此将研究区划分为双路径协调区、历史惯性偏离区、规划

实施难点区和规划调整不稳定区四类，结果如表 7、图 9 所示。其中，偏离类型判定基于统

一空间评价单元进行。具体做法是将历史趋势驱动结果、规划目标牵引结果与 2035 年规划

目标数据进行叠置分割，并在同一评价单元内比较各路径模拟地类与规划目标地类是否一致。 

表 7 双路径模拟结果偏移规则与结果数量分析 

Tab.7 Offset rul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ual-path simulation results 

偏离类型 判别逻辑 面积占比（%） 规划含义 

双路径协调区 

历史趋势驱动结果 ＝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牵引结果 ＝ 规划目标 

48.21 

历史变化方向与规划目标具有较

高一致性，实施阻力相对较小 

历史惯性偏离区 

历史趋势驱动结果 ≠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牵引结果 ＝ 规划目标 

18.90 

偏离主要来自历史惯性，规划导

向具有较强纠偏作用 

规划实施难点区 

历史趋势驱动结果 ≠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牵引结果 ≠ 规划目标 

27.12 

即使在规划牵引下仍难以达到目

标，是重点治理和持续监测区域 

规划调整不稳定区 

历史趋势驱动结果 ＝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牵引结果 ≠ 规划目标 

5.77 

局部规划调整路径稳定性不足，

需结合规则和实施条件进一步校

核 

＝表示该评价单元内模拟地类与规划目标地类一致；≠表示二者地类不一致 

 

图 9 双路径模拟结果偏移空间分布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viations in dual-path simulation results 

从表 7 可以看出，双路径协调区占 48.21%，说明接近一半区域的未来变化方向与规划

目标具有较高一致性。规划实施难点区占 27.12%，是第二大类型，表明研究区内仍有相当

比例空间单元即使在规划牵引条件下仍难以完全收敛到目标状态。历史惯性偏离区占



18.90%，意味着这部分区域若按自然变化将偏离规划目标，但在规划导向作用下能够被明

显纠偏。规划调整不稳定区仅占 5.77%，说明局部区域仍存在规划调整路径稳定性不足的问

题。 

从图 9 可以看出，四类偏离区并非均匀散布，而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双路径协调

区在南部和中部较大范围的连片区域中占据主体，说明这些区域与规划目标具有较高协调性。

历史惯性偏离区主要集中在既有建设扩张压力较强、但规划导向要求控制或重构的区域。规

划实施难点区则与 4.2 节识别出的 A、B、C 三个重点片区明显重合，是未来规划实施中最

需要重点治理和动态跟踪的空间单元。 

总体而言，历史惯性偏离区对应“方向已知、可以纠偏”的区域，其管理重点在于强化

规划约束、落实引导政策和控制惯性扩张。规划实施难点区则对应“方向虽明确、落实却困

难”的区域，需要结合片区更新、功能置换和更精细的实施机制逐步推动目标落地。 

5 结论 

本文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动态评估需求，以常州市武进区中心城区为例，在统一基期、

地类体系、转换规则和空间约束条件下，构建历史趋势驱动与规划目标牵引的双路径土地利

用变化模拟框架，并以 2035 年规划目标为参照开展偏离诊断。结果表明，历史趋势驱动路

径主要延续现状用地惯性，规划目标牵引路径则呈现更明显的结构重组；双路径差异集中于

农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并在外围发展区、既有开发区和

工业连续带边缘形成空间集聚，说明规划导向下的用地调整主要表现为重点地类和片区的定

向重构。偏离诊断进一步识别出双路径协调区、历史惯性偏离区、规划实施难点区和规划调

整不稳定区，其中协调区占 48.21%，模型情境下的潜在实施难点区占 27.12%。该框架将土

地利用格局预测拓展为规划实施潜在偏离及其来源识别，可为区县尺度的用途管制、片区更

新和动态监测提供分区依据。 

本研究成果为常州市武进区动态优化“三区三线”、构建规划总量动态优化与弹性管控

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撑。在新一轮常州市武进区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提出应重点聚焦西太湖

延政大道以南片区作为增量建设的重点区域。这些机制和政策落地，体现了本研究的可行性

以及实际应用价值。 

尽管本文初步建立了面向规划实施评估的双路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框架，并在武进区案

例中验证了其可行性，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本文以预设缓冲邻域和既定转换规则表征地块间

作用，尚未显式学习地块间的高阶空间交互，也未充分利用更长时间序列。已有研究表明，



图注意力和时序特征可以改进 VCA 对地块交互及长期演化特征的表达（Guan 等，2023；

Yao 等，2024）。后续可在多城市、多时段数据上检验双路径框架的稳健性，并进一步提高

邻域关系和规划实施过程的动态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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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ual-path land use change simulation method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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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valu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s essential for 

dynamic monitoring, identifying spatial deviations, and supporting differentiated regulation. 

Existing land-use change simulations generally focus on pattern prediction along a single path, 

while planning constraints are often treated merely as external restrictions. Consequently, these 

simulations have limited capacity to distinguish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inertia from those of 

planning guidance under comparable conditions or to translate simulation outputs into 

implementation-oriented spatial diagnos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dual-path land-use change 

simulation framework to identify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trends and planning targets and 

diagnose potential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s.[Methods]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Wujin District, 

Changzhou, China,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Land-use data from 2019 to 2024, spatial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and the 2035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 were integrated. Under a common 

baseline, land-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conversion rules,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a Markov chain 

model was used to project land-use demand for the historical trend-driven path, and a vector-based 

cellular automata (VCA) model allocated the projected demand at the parcel level. For the 

planning target-driven pa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2024 land-use structure and the 2035 

planning targets were used as quantity constraints, while planning targets,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conversion rul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VCA model. The outputs of the two path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quantity structure and spatial configuration and were overlaid with the 2035 

planning targets to identify areas of dual-path coordination, historical inertia deviatio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y, and planning adjustment instability. Back-testing used land-use 

observations from 2019 to 2023 as inputs and 2024 land use as the reference.[Result] In the 

back-test, the quantity projection achieved an L1 accuracy of 0.98, a mean absolute error of 23.53 



hm2, and 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31.86 hm2,. The spatial simulation achieved an overall 

accuracy of 0.92, a Kappa coefficient of 0.90, and a Figure of Merit (FoM) of 0.26. Under the 

historical trend-driven path, the calculated devia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urban residential 

land relative to the planning targets were 50.84% and −75.57%, respectively; under the planning 

target-driven path,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narrowed to 0.89% and −1.03%.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ths were concentrated in agricultural land, urban residential land, industrial and 

warehousing land, and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 land, particularly in peripheral 

development areas, existing built-up areas, and industrial-belt margins. The four diagnostic 

categories—dual-path coordination, historical inertia deviatio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y, 

and planning adjustment instability—accounted for 48.21%, 18.90%, 27.12%, and 5.77% of the 

study area, 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deviations from the 

2035 planning targets are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some are attributable mainly to the 

continuation of historical land-use trends, whereas others persist even under 

planning-target constraints. The four-zone diagnosis helps distinguish area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y and monitoring priority. 

Key word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land-use change simulation; dual-path 

simulation; planning devi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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